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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农户如何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科学问题，其中小农户如何

对接大农机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建立了一个旨在解释农机在中国成为俱乐部商品的理论模

型，随后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非农就业对农户农机使用行为的影响。 随

机效应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外地就业，还是本地非农就业，均对农户的农机直接投

资产生负向影响，但增加了农户对农机服务的利用。 从总体上来看，非农就业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水

平的提高。 采用排除异常值干扰的面板 Ｌｏｇｉｔ 模型，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回归和考虑内生性的

ＰＳＭ－ＤＩＤ 等一系列检验验证了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在土地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缺失的双重约束

下，农机化的发展重点应落脚于提升适合跨区作业的高端农机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发展农机服务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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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在工业化、城镇化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深刻变革。 首先，农
民就业非农化进程加速，农村劳动力数量下降，田间用工成本上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７ 年间，农业劳

动力的数量减少了 １．８ 亿，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由 ６０％缩减至 ２７％。 农村劳动力不仅绝对数量

下降，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转变，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普遍呈现出老龄化、女性化的趋势。 在农业

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降的压力下，“谁来种粮”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下的社会担忧。
与此同时，中国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农业机械化（下文简称“农机化” ）发展路径，以下三

个现象值得关注：第一，主流经济学家普遍不看好以中国为代表的人多地少的东（南）亚国家推

行农机化，例如 Ｏｔｓｕｋａ［１］ 的研究指出，亚洲国家农机化的先行条件是耕地集中，而中国人均耕地

不足 １ 公顷且极度细碎化，这种资源禀赋实现机械化耕作几无可能，小农户和大农机之间存在

天然的技术门槛。 但中国农机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在土地没有大规模流转和集中的情况下，农
机化水平依然大幅度提升，２０１６ 年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 ６６％，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９４．２％、７９．２％、８３．１％，部分地区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产。 第二，在
农机化水平显著上升的同时，人均机械拥有量并没有大幅提高。 据世界银行数据，２０１６ 年中国

户均仅拥有拖拉机 ０．１３ 台、联合收获机 ０．００５ 台、播种机 ０．０３ 台，不仅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等

资源禀赋条件相似的东亚发达国家，甚至低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 人均农

用机械占有量和农机化水平不相符。 第三，虽然中国的农机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发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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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在 ２１ 世纪初期发生了转变①。 如图 １ 所示，小型农机和大中型农机在观测期内经历了完全不

同的增长路径。 小型农机基本保持平稳增长，但自 ２０１３ 年经历了连续 ４ 年的负增长。 而大中

型农机动力在 ２０００ 年以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 ２０００ 年以后呈指数型增长态势，年均增长达

到 １３．９％。

图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和小型拖拉机动力

数据来源：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数据来自《中国农机化年鉴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

非农就业和农机化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领域最为显著的两个变化，它
们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拉－费城乡二元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最初动力来自城市工

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这一过程伴随着源源不断的农业人口的非农就业。 与此同

时，农业领域人地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促使农机化萌芽，并将更多的农业人口推向非农部门 ［２］ 。
一些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非农就业和农机化发展存在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长期

关系 ［３］ 。
农业劳动力迁移的过程一直伴随着农机化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一宏观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稳

固的微观主体行为作为基础？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开始的农业市场化改革让农户成为

农业投资的主体，农户的农机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中国农机化的走向。 那么非农

就业如何冲击农户的生产决策，从而影响农户对农机的投入和方式？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且耕

地极度细碎化的国家，资源禀赋并不适合在农业生产中引入大型农机，那么是哪些外在条件的

变化使得中国的农机化发展模式由小型化向大型化转变？ 为何中国农户的农机持有量和农机

化水平呈现出巨大差异？ 本文基于俱乐部模型，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种粮

农户的微观面板数据，尝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二、文献综述

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非农就业增加了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提高了农业

劳动力的价格，即使不存在农业劳动力市场，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也会增加，所以会增加

农机的需求 ［４］ 。 在新劳动迁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迁移或流转的农村劳动力虽然不直接参与

农业生产，但他们仍然通过各种路径影响农业投资等农户生产行为 ［５］ 。 Ｓｔａｒｋ［６］ 研究发现，发展

中国家的农业由于缺乏健全的金融体系，农户在生产投资决策过程中面临信贷风险的约束。 迁

移的劳动力向家庭汇款实际上起到了金融媒介的作用，可以降低农户面临的资金约束，从而增

加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
另有研究则指出，非农就业与农机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甚至存在负向关系。 Ｍｉｎｅｓ 和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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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对农机大型化和小型化阶段的区分是，在农机化的发展过程中以大型农机为主还是以小型农机为主。 已有的经

典文献在分析中国农机化阶段时常以农用拖拉机为例，因为在统计年鉴中，拖拉机是唯一既以大型农机统计，又以小型农机

统计的种类。



Ｊａｎｖｒｙ［７］在一项对墨西哥某县农民赴美打工的案例研究中指出，外出打工者的收入主要被用于

消费，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将非农收入用于农业投资，以提高农业长期生产率；相反，青
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该县的农业发展停滞。 另有实证研究指出，农户非农就业收入的提高并不

会回流到农业生产，而主要是流向自身培训 ［８］ 、房屋投资 ［９］ 、后代教育 ［１０］ 以及耐用品支出 ［１１］

等。 部分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农户外出务工会增加其退出农业的概率，其汇款对于流

出地的资金支持不能抵消劳动力流失的消极作用，也并未促使他们转而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农

产品 ［１２－１３］ 。
在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机跨区服务兴起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开始反思农机化的内

涵。 例如曹阳等 ［１４］ 认为，农机化并不意味着家家户户都要有农机，也绝非农机动力的多与少，
而是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农机参与率的大小。 对于农业生产有实际意义的是农机服务的覆

盖面，而不是特定时间点农户持有的农机数量 ［１５］ 。 一项权威研究发现在耕地极度细碎化的条

件下，农机跨区服务成为中国实现农机化的主要形式 ［１６］ 。 由于跨区服务的普遍存在，农机在中

国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俱乐部商品的供给模式，在土地细碎化和劳动力价格上升的情境下，
这种农机俱乐部会从小型向大型演变 ［１７］ 。 学术界已经形成的共识是，纵横全国的农机跨区机

收服务解释了为什么在种粮劳动力流失的情况下中国粮食产量依然实现连增 ［１８－２０］ ，并成为农

机化快速发展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它的发生和发展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家对于亚洲小农经济发展

农机化的悲观预期，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亚当·斯密关于农业不可分工的论断。
与本文研究内容联系最为密切的是纪月清和钟甫宁的研究 ［１５］ ，该文创新性地提出农机服

务市场的发展造成农户农机投资和使用的分离，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显著增加了农机

服务的投入，因此非农就业并未对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 这一结论引导本文采用全国范围的

更大样本，同时研究非农就业对农户农机投资和农机服务投入的影响，从而揭示二者之间的异

质性，并通过更大的数据和严谨的识别策略增强对这一研究假说的信心。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对于认识具有中国特色农机化的内涵具有参考价值，部分实证研究从

不同视角阐述了非农就业与农户农机利用的关系，但是也存在以下不足：（１）理论层面，农机服

务的出现说明农机在中国已经具有俱乐部商品的性质，已有实证和案例研究运用的传统经济学

假设已不适用于分析中国情境的农机化发展，需要将俱乐部理论引入中国农机化的分析框架；
（２）实证研究的样本量小，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某个地区或者某一类农作物的种植户，从而得出

的结论也不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且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单方面分析非农就业对于农机投资或者

农机服务需求的影响，没有使用一套数据对这两个方面同时分析，从而无法从根本上揭示非农

就业对于这两方面影响的差异；（ ３）样本选择偏误，大部分实证研究的调研对象为使用农机服

务的种植户或者普遍存在农机服务市场的地区，而忽略了没有农机服务发生的农户或地区，实
证的结论是有偏的。 基于此，本文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全国固定观察点的数据，采用多种实证模

型研究非农就业对于农户直接投资农机和使用农机服务的影响，以期解决已有文献的不足，并
加深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知。

三、俱乐部模型

布坎南 ［２１］ 指出，根据排他性和竞争性与否可以将所有物品分为 ４ 类，其中排他性和非竞争

性属性并存的物品属于俱乐部商品，例如不拥挤的收费公路等。 这类商品不同于纯私人物品，
其不具有竞争性，即增加一个共同使用者不会对现有的使用者造成负面影响；也不同于纯公共

物品，因为其具有排他性，即通过某些手段可以将特定人群排除在使用者范围之外。 在同质性

会员、边际成本递增、效用函数递减等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布坎南求解了最优条件下的俱乐部

投资规模和会员人数。
在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框架下，任何商品对消费者所产生的效用大小都取决于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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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物品本身的规模大小（例如泳池的大小） ，二是物品被多少使用者共同消费（例如多少人在

游泳） 。 即使一些表面上私人属性很强的物品，比如袜子，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分析方法。 袜子相

对于泳池更具私人物品的属性，是因为共同使用一双袜子虽然能够分摊成本，但无法弥补每个

消费者因为共同使用而造成的效用下降之和。 利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农机，站在农户的角度，它
是农业生产中的投入要素，对农户的效用在于农业产出的增加。 假设期初农机是私人物品，那
么增加一位使用者，农机成本变为原来的一半（假设农户同质） ，而在中国现有的农业生产规模

下，农机所有者的边际成本（折旧费、交通费等）很小，所以农机在中国具有成为俱乐部商品的

属性，但这只是直觉思考得出的结论，至于农机的最优规模和最优会员数是多少，外在经济条件

和资源禀赋的变化对于最优解会产生何种影响，需要通过构建正式的理论模型予以分析。
假设：（１）投入要素包括农机（Ｍ）①、耕地（ Ａ）和农业劳动力（ Ｌ） ；（ ２）农机的使用权为 ｎ 个

同质农户共有，其作为生产要素对单个农户的产出受到 Ｍ 和 ｎ 的双重影响，假定其函数表达式

为φ（Ｍ，ｎ） ，由定义可知，φＭ＞０，φｎ＜０；（３）标准化后的农机总成本同样受 Ｍ 和 ｎ 的双重影响，假
定其函数表达式为 ψ（Ｍ，ｎ） ，且 ψＭ＞０，ψｎ＞０，ψ（０，ｎ）＝ ψ（Ｍ，０）＝ ０，在所有农户同质的假定下，
ψ（Ｍ，ｎ）的分配方案显然是 ｎ 个农户平均负担；（ ４）生产函数为 Ｙ ＝ Р［ Ａ，Ｌ，φ（Ｍ，ｎ） ］ 。 均衡条

件是农户在总生产成本 Ｃ 的约束下，实现最大产出，即：
ｍａｘＰ［Ａ，Ｌ，φ（Ｍ，ｎ） ］ ，　 ｓ． ｔ． Ｌｗ ＝ Ｃ－［ψ（Ｍ，ｎ） ／ ｎ］ －Ａ （１）

其中 ｗ 为标准化的劳动力工资率，为了将导数引入，假设 ｎ 连续②。 俱乐部理论进一步假

定，φ″ｎ＜０，即随着俱乐部内农户数量 ｎ 的增加，ｎ 对生产的负面影响加速，但其对单个农户农机

成本降低的正向效应减缓。 所以对整个农业生产而言，存在一个最优的农机俱乐部规模 ｎ∗。
可以看到，ｎ ＝ １ 或 ｎ ＝ ０ 都可能是式（１）的最优解。 在 ｎ ＝ １ 的情境下，农机成为完全私人物品，
因此，本文中的农机投资行为是该模型的特殊解，这也是俱乐部模型的优势之一，它可以同时分

析农机投资和农机服务利用两种模式，并在此理论框架下讨论农户如何选择这两种模式的影响

因素；在 ｎ ＝ ０ 的情境下，农机成本为 ０，即农业生产中不使用农机；在 １＜ ｎ∗ ＜Ｎ 的情境下，农机

具有俱乐部物品的属性。 为了求解最优组合（Ｍ∗，ｎ∗） ，分别对式（１）的 Ｍ 和 ｎ 求导，得到：
ｎＰφφＭ ／ Ｐ Ｌ ＝ ψＭ ／ ｗ （２）
ψｎ－ｎｗＰ ｎＰ Ｌ ＝ ψ ／ ｎ （３）

式（２）是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均衡条件下的公共物品供给，表示均衡条件下公共投入品和私人投入品

的边际产出之比等于其边际价格之比。 式（ ３）表示在均衡条件下，边际社会成本（增加一个参

与者的边际成本加上对现有参与者的效用损失）等于平均供给成本。 联立（２） 、（３）式和预算方

程可求得均衡时的最优组合（Ｍ∗，ｎ∗，Ｌ∗ ） 。 而外生变量 ｗ、Ｆ、ψ 的变化都会对最优组合产生

影响。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而劳动力工资率 ｗ 上升时，一方面，农机和劳动力价格之比 ψＭ ／ ｗ 下

降，由式（３）可得，在均衡条件下，ｎＰφφＭ ／ Ｐ Ｌ也需减少，即农机的边际产出下降而劳动力的边际

产出上升，由边际产出下降的假设可知，此时农机投入量增加而劳动力数量下降。 另一方面，随
着 ｗ 的增加，边际社会成本上升，对应的均衡农机平均成本上升，Ｍ∗和 ｎ∗同时增加。

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而 ψＭ下降时，由式（２）可得，农机劳动力价格之比下降，均衡时二者的

边际产出随之下降，所以 Ｍ∗增加，Ｌ∗下降，即农户增加农机投入量以替代劳动力。 由于 Ｍ∗上

升而 ψＭ下降，农机的总成本 ψ 变化方向不定，因此无法确定 ｎ∗的变化方向。
保持其他变量不变，当 ψｎ减小时，由式（ ３）可得，社会边际成本下降，相应的 ｎ∗增加，而在

式（２）中，由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劳动力价格和农机价格均不变，农机边际产出 ｎＰφφＭ不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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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俱乐部理论的定义，这里 Ｍ 是指农机的规模而非数量，可以认为是该农机的动力值。
事实上 ｎ 为离散型的非负整数，但此假设不影响主要结论，当最优的 ｎ 不是非负整数时，最优解为最接近 ｎ∗ 的非负

整数。



当 ｎ∗增加时，φＭ必然下降，由此可得 Ｍ∗上升。
更为详细的关于在俱乐部理论框架下分析中国特色的农机化形成机制，可以参考作者的另

一篇文章 ［１７］ 。 经由前文的理论推导，现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由于非农就业增加，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会减少投工量而增加农机使用量。
假说 ２：在农业规模偏小的条件下，随着非农就业增加，农机成为俱乐部商品，即农户对小农

机的直接投资减少，而增加大农机提供的农机服务购买。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样本覆盖 ３１ 个省份 ３６０ 个行政村的

２ 万余农户。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外出就业比例和本地非农就业比例，是基于“家庭成员

表”计算得出，分别表示一户中外出就业的家庭成员和本地非农就业的家庭成员占总家庭成员

数的比例，家庭劳动力数量也是由“家庭成员表”整理得出，然后以户主为标示编码，将家庭成

员数据和住户数据进行匹配。 如表 １ 所示，观测期内数据库中包含农村住户和家庭成员数据

７８８９９ 份和 ３０１８１７ 份，其中种粮农户 ４８５２０ 份。 在剔除数据库中出现的重复编码、异常值、逻
辑矛盾等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种粮农户样本 ３９１８７ 份。

表 １　 样本量统计表

年份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合计

农村住户数 １９９９５ ２０１５４ ２０５６５ １８１８５ ７８８９９

家庭成员数 ７７５４６ ７７０８３ ７８０７９ ６９１６３ ３０１８７１

种粮农户数 １２９３０ １２７５６ １２２４１ １０５９３ ４８５２０

有效种粮农户数 １０６２９ ９７８４ １０１００ ８６７４ ３９１８７

（二）实证模型

已有研究发现，农户外地非农就业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劳动对于农业投资的影响是有差

异的 ［２２］ ，故本文对这两种不同的非农就业形式予以区分，所以实证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为外出

就业比例（ ｏｕｔ）和本地非农就业比例（ ｉｎｆｎ） 。 控制变量的选取依据上文的俱乐部模型，包括农户

的特征变量（ ｎ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农户实际播种面积（ ｓａ） 、劳动力禀赋（ ｌａｂｏｒｎ） 、农业劳动时间（ ａｇｒｉｌａ⁃
ｂｏｒ） 、粮 食 价 格 （ ｆｐｒｉｃｅ ） 、 家 庭 总 收 入 （ ｉｎｃｏｍｅ ） 、 地 块 数 （ ｎｏｌ ） ； 一 组 户 主 的 个 人 特 征

（ ｈｚ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包括户主年龄（ ａｇｅ）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健康状况（ ｈｅａｌｔｈ） 、受教育水平（ ｅｄｕ） 、是否

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 ｔｒａｉｎ） ；村级层面可能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Ｃ ｊｔ，包括全村人均收入、全村人

均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培训占比、雇工价格等；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 μ ｉ，
包括土地质量、劳动偏好等。 基于此，本文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ｍ ｉｊｔ ＝ α＋ β１ｏｕｔ ｉｊｔ＋ β２ ｉｎｆｎ ｉｊｔ＋ φｎ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ｊｔ＋ θｈｚ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ｊｔ＋ λＣ ｊｔ＋ μ ｉｊ＋ ε ｉｊｔ （４）
ｐａｍ ｉｊｔ ＝ α＋ β１ｏｕｔ ｉｊｔ＋ β２ ｉｎｆｎ ｉｊｔ＋ φｎ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ｊｔ＋ θｈｚ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ｊｔ＋ λＣ ｊｔ＋ μ ｉｊ＋ ε ｉｊｔ （５）

其中，ｍ ｉｊｔ为 ｊ 村 ｉ 农户 ｔ 年用于购买农机服务的花费，ｐａｍ ｉｊｔ为 ｊ 村 ｉ 农户 ｔ 年农机的动力值。
式（４） 、（５）分别用于研究各解释变量对农户购买农机服务支出和直接投资农机的影响。 为了

方便估计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和半弹性系数，并缓解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变量 ｍ、ｐａｍ、
ｓａ、ｆｐｒｉｃｅ 和 ｉｎｃｏｍｅ 做对数自然处理。 在现实的农业生产中，相当一部分农户的农机花费为 ０，即
农机投入存在角点解的现象，对于这些农户而言，不使用农机是其最优解。 如果忽略这部分农

户，实证结果将会产生渐进性偏误，因此有必要使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对所有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基本结构为：

Ｙ∗
ｉｔ ＝ Ｘ ｉｔβ＋α ｉ＋ε ｉｔ， Ｙ ｉｔ ＝ｍａｘ（０，Ｙ∗

ｉ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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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ｉ 代表个体，ｔ 代表时间，ε ｉｔ服从均值为 ０，标准差为 σε，ｔ的标准正态分布。 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
型也可以因随机项和解释变量相关性假设的不同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但是固定效应 Ｔｏｂｉｔ
模型尚无法在统计学中进行条件参数回归，因此本文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随机效应估计方法，并结

合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特征（短面板） ，利用一阶差分形式的面板 Ｔｏｂｉｔ 估计方法（ＦＤ－Ｔｏｂｉｔ） 。
（三）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２。 在本文所使用的 ３９１８７ 份种粮农户样本中，户均农机服务

花费为 ６７２ 元，户均农机动力值为 ６ ．８２ 千瓦，但二者的标准差都较大，说明农户的农机投入方

式和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不使用农机服务（ｍ ＝ ０）的农户有 ９９７０ 个，不直接投资农机（ ｐａｍ
＝ ０）的农户有 ２６６３４ 个，分别占样本量的 ２５ ．４％和 ６８ ．０％，反映出样本具有截断的性质，ＯＬＳ 是

有偏的，需要使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方法。 样本中农户农业劳动时间、本地非农就业时间和外地就业

时间呈现出 ５、２、３ 的分布，粮食售价的平均值为 ２ ．２６ 元 ／千克，户均劳动力数约为 ３ 人，户均总

收入约为 ５３０００ 元，９５％的农户户主为男性，这些基本与之前相关研究的调研数据情况相吻合。
表 ２　 变量设置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ｍ 农机服务花费 ／ 元 用于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的农机服务花费之和 ６７２ １１３６

ｐａｍ 农机动力值 ／ 千瓦 用于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的农机动力之和 ６．８２ ８９．８

ｏｕｔ 家庭成员外地就业比例 ／ ％ 家庭成员外出就业天数除以家庭总劳动天数 ３１．３ ３４．２

Ｉｎｆｎ 家庭成员本地非农就业比例 ／ ％ 家庭成员本地非农就业天数除以家庭总劳动天数 ２１．３ ２９．５

ｓａ 粮食播种面积 ／ 亩 稻谷、小麦和玉米播种面积之和 ９．１６ １２．８

ｌａｂｏｒｎ 家庭劳动力数量 ／ 人 每户的劳动力数量 ３．０１ １．２５

ａｇｒｉｌａｂｏｒ 粮食生产投工日 ／ 天 用于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的投工日之和 ７９．３ ９６．１

ｆｐｒｉｃｅ 粮食售出价格 ／ （元·千克 －１ ） 种粮收入除以粮食产出 ２．２６ ０．４２

ｎｏｌ 地块数 ５．３２ ５．１９

ｉｎｃｏｍｅ 家庭总收入 ／ 元 家庭所有成员收入之和 ５３３２１ ５０２７７

ａｇｅ 户主年龄 ５４．４ １０．６

ｈｅａｌｔｈ 户主健康状况 １ ＝优，２ ＝良，３ ＝中，４ ＝差，５ ＝丧失劳动力能力 １．７２ ０．９４

ｅｄｕ 户主的文化水平 ／ 年 受教育年限 ６．８８ ２．４８

ｔｒａｉｎ 户主是否受过农业技术培训 １ ＝是，０ ＝否 ０．０７ ０．２６

ｇｅｎｄｅｒ 户主性别 １ ＝男性，０ ＝女性 ０．９５ ０．２１

四、实证结果

本文利用 ＳＴＡＴＡ ／ ＳＥ１４．０ 软件，对式（４）和（５）做 ＦＤ－Ｔｏｂｉｔ 方法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３。 两个模型的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值分别为 ７５２６ 和 ３４２９，均在 １％的条件下显著，说明模型的显著性

良好。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外地就业比例（ ｏｕｔ）和本地非农就业比例（ ｉｎｆｎ） ，在式（ ４）中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而在式（５）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非农就业比重的增加提高了农户对于农

机服务的投入，而降低了其对于直接购买农机的投资。 这一结果解释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这

一领域的争论，非农就业对于农户农机投入的两种形式的影响机制是完全相反的。 既有研究关

于非农就业降低农户农机投资的结论只是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选择非农就业的

农户会倾向于增加农机服务的支出，以替代农业劳动力的不足，这一实证结果是符合诱致性技

术变迁理论预期的。 从系数大小来看，种粮农户外地就业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比例每增加

１０％，将增加农机服务支出 １０．７％，而减少粮食生产中使用自家农机所产生的动力值 ４．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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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非农就业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比例每增加 １０％，将增加农机服务支出 ９．６％，而减少粮食生产

中使用自家农机所产生的动力值 ６．３％。 这一实证结论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２，并支持纪月清

提出的理论假说 ［２３］ ，即当存在一个较大规模的农机服务市场时，非农就业与农机使用的正向关

系可以和非农就业与农机投资的负向关系并存。 从非农就业对于农户农机使用的总体情况来

看，本文将农户是否使用农机作为被解释变量①，控制变量参考上文，采用面板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

结果表明，无论是本地非农就业还是外地就业，都增加了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农机的概率，这
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１②。

表 ３　 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计量回归结果（Ｎ＝ ３９１８７）

变量
购买农机服务花费 自家农机动力值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ｏｕｔ １．０７∗∗∗ ０．０６ －０．４９∗∗∗ ０．０６

ｉｎｆｎ ０．９６∗∗∗ ０．０７ －０．６３∗∗∗ ０．０７

ｌｎ（ ｓａ） １．６２∗∗∗ ０．０３ ０．５９∗∗∗ ０．０３

ｌａｂｏｒｎ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ｌｎ（ ａｇｒｉｌａｂｏ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ｌｎ（ ｆｐｒｉｃｅ）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２３∗∗∗ ０．０７

ｎｏｌ －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３

ａｇｅ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２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ｅｄｕ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ｔｒａｉｎ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８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４９∗∗∗ ０．１１

村级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作物类别 控制 控制

ｓｉｇｍａ＿ｕ ２．６０∗∗∗ ０．０２ ２．２７∗∗∗ ０．２８

ｓｉｇｍａ＿ｅ １．７３∗∗∗ ０．００９ ０．９９∗∗∗ ０．００８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 ７５２６∗∗∗ ３４２９∗∗∗

　 　 注：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此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例如，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粮食播种面积

（ ｓａ）越大，所投入的农机服务费用和自家农机动力值也越大，原因是土地和机械是互补的投入

要素。 在其他变量不变时，代表农业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投工量（ ａｇｒｉｌａｂｏｒ）越多，所投入的农机服

务费用和自家农机动力值越少，弹性均为－０．０６；原因是在粮食生产中劳动力和农机是相互替代

的投入要素，这说明当劳动力价格上升时，农户会减少投工量，并且增加农机的使用，这符合诱

致性技术变迁理论的预期。 农机服务价格越高，粮食的销售价格（ ｆｐｒｉｃｅ）越高，农户对于农机的

投入也越多，这说明最终商品的价格正向影响了中间要素的投入。 从代表土地细碎化程度的地

块数（ ｎｏｌ）来看，地块数越多，农户对于农机服务的投入越少，可能的原因是过于细碎化的耕地

不利于大型农机作业，因此这部分农户被排除在农机服务对象范围之外。 从农户家庭总收入

５４１

第 １ 期 方师乐，史新杰，高叙文 　 　 非农就业、农机投资和农机服务利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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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ｃｏｍｅ）来看，收入水平越高，对于农机服务的投入越多，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对于闲暇的偏好，
农户更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农机替代劳动力。

从户主的个人特征来看，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 ｔｒａｉｎ）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不显著，
且样本中 ｔｒａｉｎ 的平均值仅为 ０．０７，即只有 ７％的户主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 首先，这反映了现

阶段农业技术培训体系尚不健全，覆盖面过窄；其次，农业技术培训并没有显著增加农户的人力

资本，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户主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没有显著增加诸如农机之类的先进生产要素

的投入。 而户主的受教育水平（ ｅｄｕ）则显著增加了农户对于农机服务的需求。 在 ５％的显著性

水平下，户主的年龄（ ａｇｅ）越大，越倾向于使用农机服务，而减少对于农机的直接投资；女性户主

也会显著减少农机的购买，但不会降低农机服务的花费，这说明虽然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留
守农村的劳动力呈现出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但这并未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条件，农机服务市

场的存在缓解了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对于粮食产量的影响。

五、稳健性检验

（一）异常值问题

在面板随机效应 Ｔｏｂｉｔ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异常值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较大干扰，为了

减少异常值对结论造成误差的可能性，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被解释变量转换为 ０－１ 变量。
具体方法为，在模型（４）中，若 ｍ ｉｊｔ≠０，则记 ｍｍｉｔ ＝ １；同理在模型（５）中，若 ｐａｍ ｉｊｔ≠０，则记 ｐａｍ ｉｊｔ

＝ １。 采用面板 Ｌｏｇｉｔ 回归方法对模型（４） 、（５）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

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说明即使仅考虑是否投入而不考虑投入的多少，非农就业对于农户购买

农机服务和投资农机影响机制的结论也依然不变①。
（二）非农就业的内生性问题

已有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是否参与非农就业受其个人资本、社会资本和其他社会经济因

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在本文中，影响农户农机投入的遗漏变量可能也会影响农户的非农就业

决策，如果不考虑非农就业的内生性，可能会导致 Ｔ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偏误。 为此，本文采用 ＰＳＭ－
ＤＩＤ 的方法对可能出现的内生性进行控制。

为了使用 ＰＳＭ 的方法，本文首先生成新的变量 ｆｎ，将样本中的农户分为高比例非农就业农

户（ ｆｎ ＝ １）和低比例非农就业农户（ ｆｎ ＝ ０）两类。 ｆｎ 的赋值方法为：

ｆｎ ＝ １，如果 ｏｕｔ 与 ｉｎｆｎ 之和大于 ０．５
０，如果 ｏｕｔ 与 ｉｎｆｎ 之和小于 ０．５{ （６）

选择这一方法的原因是，由前文的实证结论可知外地就业和本地非农就业无论是对农户的

农机服务花费还是自家农机投资都没有显著性差异，所以将两者合并作为表示农户非农就业比

重只会有共振效应而不会有中和效应。 此外，选择 ５０％作为区分高比例和低比例非农就业农户

的临界值也是既有文献的共识。
构造出 ｆｎ 之后，本文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算出每户 ｆｎ ＝ １ 的概率，然后将概率相近的实际上 ｆｎ

＝ １ 的农户（处理组） 与实际上 ｆｎ ＝ ０ 的农户 （对照组） 进行匹配，匹配方法为核匹配 （ Ｋｅｒｎｅｌ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 进一步，利用 ＰＳＭ 匹配后的样本进行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的 ＤＩＤ 模型估计，回归

结果见表 ４。 可以看到，当被解释变量为“购买农机服务花费”时，ｆｎ 的系数显著为正，当被解释

变量为“自家农机动力”时，ｆｎ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基准模型结论的稳健性。

６４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０ 卷

① 由于篇幅限制，正文未呈现这一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表 ４　 ＰＳＭ－ＤＩＤ 的回归结果（Ｎ＝ ３９１８７）

变量
购买农机服务花费 自家农机动力值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ｆｎ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１

ｌｎ（ ｓａ） １．２６∗∗∗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１

ｌａｂｏｒｎ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０６

ｌｎ（ ａｇｒｉｌａｂｏ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０９

ｌｎ（ ｆｐｒｉｃｅ）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３

ｎｏｌ －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１

ａｇ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７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ｅｄｕ 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ｔｒａｉｎ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０２

村级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作物类别 控制 控制

ｒｈｏ ０．６２ ０．６０

（三）加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ＰＳＭ－ＤＩＤ 无法解决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关系，在本文中表现为解释

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可能是农机化水平的提升造成非农就业比例的增加，而并非非农就业对农户

使用农机的影响。 为此，本文用解释变量（外出就业和本地非农就业）的滞后 １ 期和滞后 ２ 期的

变量代替当期变量，对式（４）和（５）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①。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就农民就业非农化对农户农机投入行为展开研究，所得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由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无论是外地就业还是本地非农就业，都会对农户的农

机服务需求产生正向影响，而对农户的农机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 由于非农就业增加了农户

的农机服务需求，从而促生了一批专业农机户和农机队，所以从总体上来看，非农就业有利于中

国农机化水平的提高。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已有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会降低农机投资与总体农机

化水平呈上升趋势的矛盾，实现了宏观现象和微观主体行为结论的统一。
第二，由俱乐部模型推导得出，当农业劳动力工资上升、农机服务成本下降时，农机成为俱

乐部商品的可能性增加，并且俱乐部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非农就业增

加之后，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的产生和农机大型化的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
第一，由于在土地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缺失的双重约束下，非农就业的农户偏向于购买

农机服务、减少农机直接投资，所以在未来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农机化的发展重点应

落脚于提升适合长距离跨区作业的高端农机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发展农机服务市场。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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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顺应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减少小型农机补贴，转而增加农机服务补贴，顺利实现小农户与以

大中型农机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这一政策性含义同纪月清提出支持发展大中型农

机、降低农机服务市场价格的政策更有利于低收入小农，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的观点一脉

相承 ［２３］ 。
第二，在国家放开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后，土地可能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家庭农场、种粮

大户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 当经营主体改变后，由俱乐部模型推导可知：
一方面农机可能重新回归私人投资品的属性，另一方面本地的农机服务市场会对跨区服务市场

形成替代，农机俱乐部变小。 近些年来随着土改的深入，农机跨区服务面积逐年减少的事实可

以印证这一观点。 所以在土地改革的背景下，国家应适当调整其农机化战略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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